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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补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 何孝荣

提要：清修纪传体《明史》历时近百年，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
内容抵牾较少，而被封建史家誉为“上品”。近、今世史家也多称，“二十四史”
中除“前四史”外，《明史》“最为精善”。不过，由于《明史》纂修者的“曲笔”
和成于众手，“疏漏舛误，仍所不免”，多年来学者们的多篇（部）补正之作即可
为证。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亦较严重，惜

迄今未有学者补正，而其疏误史料又往往为今日治明代宗教史者所采信，以讹传
讹。这部分文字计五百三十字，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校点本厘为四段，第一
段叙述明代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的设官，第二段叙述最高道司衙门——道录
司及神乐观、道教诸名山的设官，第三段叙述僧、道录司及神乐观的职掌，第四
段则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僧、道衙门的设立经过及关于僧、道的法令制度等。其中，
前三段（均在第1817页）虽有文简事略之弊，但总体上没有疏误；而第四段（在
第1818页）篇幅占到全文的一半以上，每句话都有疏漏或者舛误，需要加以补
正。 

关键词：明史、僧录司、道录司、寺观、度牒 
作者简介：何孝荣（1966—），男，江苏省涟水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

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清修纪传体《明史》历时近百年，编纂者皆当时“博学能文，论古有识”之
知名学者，成稿后复经满腹经纶的总裁官等多次修订，“或增或删，或离或合，
故事益详而文益简”1，“在正史中以体例严谨、材料丰富、内容抵牾较少，而被
封建史家誉为上品”2。近、今世史家也多称，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明
史》“最为精善”3。不过，由于《明史》纂修者的“曲笔”和成于众手，“疏漏
舛误，仍所不免”4，多年来学者们的多篇（部）补正之作即可为证。《明史》卷
七十四《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亦较严重，惜迄今未有学者补
正，而其疏误史料又往往为今日治明代宗教史者所采信，以讹传讹。因此，对《明
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加以补正，实有必要。 
《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计五百三十字，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

校点本厘为四段，第一段叙述明代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的设官，第二段叙述
最高道司衙门——道录司及神乐观、道教诸名山的设官，第三段叙述僧、道录司
及神乐观的职掌，第四段则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僧、道衙门的设立经过及关于僧、

1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一《明史》，中国书店 1987年版。
2 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07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 1985年版，第 87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
社 1999年版，第 672页。
4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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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法令制度等。其中，前三段（均在第1817页）虽有文简事略之弊，但总体
上没有疏误；而第四段（在第1818页）篇幅占到全文的一半以上，每句话都有
疏漏或者舛误。兹顺次罗列、补正于下1： 

1、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
按，“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有疏漏，“四年革”有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1368）正月，“立善世院，以僧慧昙领释教事。

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2。可见，善世院、玄教院是明初
的最高僧、道衙门，皆设于洪武元年正月。善世院“秩视从二品”，太祖授僧觉
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住持南京天界寺，“统诸山释教事”3。
善世院有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属官，职责是甄选名刹住持，“其非才而
冒充者斥之”4。另外，一些名僧来京，善世院还受命接待照应。时人宋濂记载：
“皇明御极，四海更化，设无遮大会于钟山。名浮屠咸应诏集阙下，入见于武楼，
独免（僧别峰大同）公拜跽之礼，命善世院护视之”5。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
“真人”，职掌应当相当，惟具体情况史载不详。《明史》中，前文并未介绍过善
世、玄教二院，此处又失载二院的职掌、官品（远高于洪武后期的僧、道录司）
乃至其长官，其对明初设立的最高僧、道衙门的记述显然疏漏。
善世、玄教二院的革废，《明太祖实录》有两次记载。其中，卷七十：洪武

四年十二月，“是月，革僧、道善世、玄教二院”；卷一百四十：洪武十四年十二
月甲戌，“革善世、玄教二院”。可见，在《明太祖实录》中，二院革废出现了“洪
武四年十二月”、“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两个时间。后世各择一说，如《明史》、
《国榷》等取前者。《明史》之文已见上引。《国榷》：“洪武四年十二月，裁僧道
善世、玄教二院”6。《罪惟录》等则持后者：“善世院、玄教院，洪武元年以僧、
道掌二敎事。十四年，革”7。而万历时官修《大明会典》等则省略时间而不载：
“国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改僧录司”，“国初置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道录司”
8。四年十二月、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二者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后者为是。其佐
证除了上引《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相关记载以外，再有如： 
（1）洪武七年十一月，太祖授来朝的印度密僧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

禅师”，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令“统制天下诸山，
绳顽御恶”9。“善世禅师”、“副禅师”即应是善世院首僧、次官。可见，至洪武
七年十一月，善世院应仍存在。十四年五月，撒哈咱失里示寂于南京10。同年十
二月，善世院废革。 
（2）《明太祖实录》在记述洪武二十一年重建南京天界寺时称：“洪武元年

1 按，为行文方便，我们以每一个年代下所述内容共为一句话。这样，该段共可分为“洪武元年”、“四年”、

“五年”、“十一年”、“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其后”各年代所导引的八句话。 
2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下引《明实录》同此版
本。
3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四《觉原昙禅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
4 （明）宋濂：《护法录》卷八《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明天启刻本。
5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八《佛心慈济妙辩大师别峰同公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6 （清）谈迁：《国榷》，洪武四年十二月，《续修四库全书》本。
7 （清）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二十七《职官志·初制杂流》，《四部丛刊三编》本。
8 （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续修四库全书》本。
9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1《授善世禅师诏》，
台湾明文书局 1980年版。 
10 （明）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
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金陵梵刹志》卷37释智光《西天班的答禅师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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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即本寺开设善世院，以僧慧昙领教事，改赐额曰大天界寺”，“十四年，革善
世院”1。 
因此，我们认为，善世、玄教二院革废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而《明史》所

谓“四年革”实为误说。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已经发现了《明太祖实录》中关

于善世、玄教二院革废时间的矛盾记载，并通过上引史料，考定洪武四年十二月
为十四年十二月之误2。中国台湾学者注意及此，多能采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革
废善世、玄教二院说3。而大陆学者很少深入研究相关史料，又不了解日本学者
的研究成果，迄今仍基本采信《明史》之误说。 
综合上文，这两句话应改为：“洪武元年立善世院，秩视从二品，以僧慧昙

领释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领道教事。十四年，革善世、玄教
二院”。 

2、五年给僧道度牒。
按，这句话有疏漏。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太祖下令对现有僧、道给发明朝度牒。礼部提出，

“前代度牒之给，皆计名鬻钱，以资国用，号免丁钱”。太祖“诏罢之”，“著为
令”4。也就是说，前代多鬻卖僧、道度牒，而明太祖下令免费给发度牒，且“著
为令”，即作为“祖制”规定下来。其后，直到景泰二年（1451），明朝对度牒一
直免费给发。弘治年间官修《明会典》称：“洪武五年，给僧、道度牒”5，漏载
“罢免丁钱”。但到了明末，官修的《大明会典》、《礼部志稿》均加以补正：“洪
武五年，令给僧、道度牒，罢免丁钱”6。因此，罢“免丁钱”是明朝初期、中
期度牒给发制度的重要内容，而《明史》漏载，实属不当。
景泰二年七月，刑部侍郎罗绮奉命于四川督运粮储二十万，“往贵州饷军”，

见四川之民“劳瘁已极”，奏准先挽运十万，其他别为筹措，包括：“僧、道赴彼
（贵州）纳米五石者，给予度牒”等7，开鬻僧、道度牒之门。嘉靖十八年（1539），
礼部奏准：“僧、道照国初额设定数，每僧、道一名，纳银十两，在内于两京工
部，在外于各布政司，直隶于各府，上纳类解，免其赴京”8。至此，鬻牒成为给
度正途9。而《明史》未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后度牒收费的变化趋势，也是比较严
重的疏漏。 
总之，这句话应改为“五年给僧道度牒，罢免丁钱”。其后补注：“景泰二年

1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
2 参阅[日本]清水泰次：《明代佛道统制考》，载日本《东洋史会纪要》第二册，1937年，第 1—19页；[日
本]龙池清：《明代の僧官》，载日本《支那佛教史学》第四卷第 3号，1940年，第 35—46页。
3 参阅朱鸿：《明太祖与僧道》，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0年第 18期；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
其因由之探讨》，载台湾《东方宗教研究》1994年新 4期；陈玉女：《明太祖征召儒僧与统制僧人的历史意
义》，载台湾《中国佛学》1999年第二卷 1期。
4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
5 （明）徐溥等：《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大明会典》在明
朝时几次纂修，其中《四库全书》收录者为弘治年间纂修本，改名为《明会典》。万历年间纂修本《大明会
典》，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7年影印，复收入《续四库全书》。本文所言《明会典》即指弘治年间纂修
本，《大明会典》则谓万历年间纂修本，二者结构、选材颇多不同。
6 《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给度》；（明）林汝楫：《礼部志稿》卷三十四《僧道》、卷八十九
《僧道备考·罢度牒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零六，景泰二年七月辛亥。
8 《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给度》。
9 参阅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 1期；拙文：《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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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鬻度牒，至嘉靖十八年度牒皆收费给发”。 
3、十一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
按，神乐观的兴建年代有误。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二年（1379）二月，“建神乐观。上以道家者流务

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1。可见，
神乐观始建于洪武十二年二月。至十二月，“神乐观成，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
以乐舞生居之。上亲制文立碑，志其事。其乐舞生每岁所给米麦衣布及时节赉予
之数，俱刻于碑阴”2。《金陵玄观志》收录明太祖所作《敕谕神乐观》碑文，称
“朕设神乐观，备乐以享上下神祗”，碑末即署“洪武十二年岁次己未十二月□
日建”3。《大明会典》也称：“洪武十二年置神乐观”4。因此，神乐观建于洪武
十二年，而非十一年。至于神乐观职掌，第三段已经提及。因此，这句话应改为：
“十二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 

4、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列。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 
按，这句话疏误之处有三： 
（1）“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有疏漏。明代僧、道录司的设置，最早

于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四日礼部提出方案。其疏文称：“照得释、道二
教，流传已久，历代以来，皆设官以领之。天下寺观僧道数多，未有总属，爰稽
宗制，设置僧、道衙门，以掌其事，务在恪守戒律，以明教法。所有事宜，开列
于后”5。在疏文中，礼部详细地开列了包括僧、道录司在内的全国各级僧、道
衙门的设官、官品、职掌。至次年即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太祖“准礼部咨，除
授各僧、道录司”6，即明太祖批准了礼部于十四年六月提出的设置僧、道录司
方案，任命了僧、道官，僧、道录司正式成立。《明史》的记载，没有反映出明
代僧、道录司设立的过程。 
（2）“设官不给俸，隶礼部”有疏漏。虽然洪武十五年四月规定，“僧、道

录司衙门全依宋制，官不支俸”7。但其行未久，僧、道录司官等很快也按制支
取俸禄。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太祖“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
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
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其中，作为正六品官
员的神乐观提点、僧录司左右善世、道录司左右正一“禄月米一十石”，从六品
的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禄月米八石”，正八品的僧录司左右讲经、
道录司左右至灵、元符宫、崇真宫灵官“禄月米六石五斗”，从八品的神乐观知
观、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玄义、崇真宫副灵官“禄月米六石”，从九品
的僧纲司都纲、道纪司都纪“禄月米五石”，未入流的僧纲司副都纲、僧正司僧
正、僧会司僧会、道纪司副都纪、道正司道正、道会司道会，与僧、道录、僧纲、
道纪等“俱不给禄”8。作为记述明代僧、道官制度的专门文字，《明史》的“设
官不给俸”没有反映出明代二百余年僧、道官给俸的事实。因此，应在其后补注

1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二，洪武十二年二月戊申。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八，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3 （明）佚名：《金陵玄观志》卷十三明太祖《敕谕神乐观》，上海鸿宝斋书局 1937年版。
4 《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神乐观》。
5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
6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五年。
7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
8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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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改为给俸”。 
（3）“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置位错

误。前述“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设官不给俸，隶礼部”，皆为洪武十
五年四月明太祖批准实施的设置僧、道录司方案中的内容。而这一方案中，并不
包括“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实际上，
在僧、道录司衙门设立后一个月，明朝才明确地将僧寺划分为三类。史载：洪武
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礼部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本月二十日，本部官钦奉圣旨，见除僧行果为左阐教，如锦为右觉义，前去能
仁（寺）开设应供道场。凡京城内外大小应付寺院僧，许入能仁寺会住看经，作
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仁寺官问罪”1。十二月，
明朝政府“定天下僧、道服色”，规定禅、讲、教僧以及道士各衣其服2。可见，
至洪武十五年五月以后，明朝才明确划分寺、僧为禅、讲、教三类。《大明会典》
则在叙述僧录司“凡本司官，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不支俸。如有文
移，以僧人掌行。仆从以佃户充役”之后，才有“凡僧有三等，曰禅，曰讲，曰
教”；道录司“凡本司官，选用，并不支俸，及行移等项，俱与僧录司同”之后，
才有“凡道士有二等，曰全真，曰真一”3。因此，《明史》将“僧凡三等：曰禅，
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置于“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
各设官如前列”，与“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之间，显然不合适，而应置于“设官不
给俸，隶礼部”之后。 

5、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
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
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按，这句话疏漏、舛误之处尤多。 
（1）“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有误。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有清理释、道二教之举，但并不包括“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据《明太
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太祖“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其敕曰：“佛本
中国异教也，自汉明帝夜有金人入梦，其法始自西域而至。当是时，民皆崇敬。
其后，有去须发出家者，有以儿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则去色相，绝嗜欲，洁身
以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汉张道陵，能以异术役召鬼神，御灾捍患，其道益
彰，故二教历世久不磨灭者以此。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珈。学道者，
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
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毋杂处于外，与民相
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其佛经番译已定者，不许增减
词语。道士设斋，亦不许拜奏青词。为孝子慈孙演诵经典，报祖父母者，各遵颁
降科仪，毋妄立条章，多索民财。及民有效瑜珈教称为善友，假张真人名私造符
箓者，皆治以重罪”4。《明会典》、《大明会典》、《礼部志稿》的记载，与《明太
祖实录》基本相同5。 
上引《明太祖实录》等的诏令，实是对当时清理佛、道二教诏令条例的缩写。

1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十五年。
2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酉。
3 《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
4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5 《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僧道·清理寺观》；
《礼部志稿》卷一《圣训·清异教之训》、卷三十四《僧道·僧道禁例》、《僧道·清理寺观》、卷八十九《僧
道备考·僧道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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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道教的诏令条例因不见载，难知其详。而清理佛教的诏令条例，即为《申明
佛教榜册》，因《金陵梵刹志》、《释鉴稽古略续集》等保存。《申明佛教榜册》颁
布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初一，其中说：“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
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因此，太祖下令“清其事而成其宗”。其清理条文共
十一款1，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强令僧众“禅者禅，讲者讲，瑜
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众为寺”；专门针对教僧及所作瑜伽法事作出限定，
包括瑜伽法事“务谨遵”洪武十六年颁行仪式及诸真言密咒，禁止俗人仿僧行瑜
伽法事，违者“罪以游食”，详细规定法事价目。至七月初一，太祖令礼部“出
批着落僧录司差僧人将《榜文》去，清理天下僧寺，凡僧人不许与民间杂处，务
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
院名色，并行革去”2。可见，《明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就是对《申明佛教榜册》
及太祖的补充诏令的缩写，而其中均没有“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的条款。 
实际上，“限僧三年一度给牒”是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的诏令。明朝建国后，

鉴于僧、道“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蠹财耗民”，洪武六年十二月，太祖下令以
后对请度者加以考试，并规定了女子出家的年龄限制3。但是，由于出家有许多
特权，度牒又是免费发放，加上考试频繁且宽松，所以出家者迅速增加。洪武十
七年闰十月，礼部尚书赵瑁反映：“自设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道
已二万九百五十四人，今来者益多，其实假此以避有司差役”，因此赵瑁“请三
年一次出给度牒，且严加考试，庶革其弊”。太祖“从之”4。而我们从《金陵梵
刹志》卷二《钦录集》所载当时奏对情况来看，“三年一次出给”可能是明太祖
的提议，而且实际上推行“四年一次出给度牒”：“礼部为减繁事，照得本部出给
僧、道度牒，自洪武十五年五月内开设僧、道衙门，至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终给
过僧、道度牒二万九百五十四名，即日申请不绝，妨占有司差役。本部议得，一
次出给，庶得便益”。洪武十七年闰十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赵瑁等官于奉天门
奏奉圣旨：“三年一次出给的是”，“自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罢，候至
洪武二十一年为始，方许请给”。自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应为四年一度僧。
其后，据上书同卷记载，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三次度僧，而其他
年份未见有度僧记载。
因此，将“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置于“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后显然

错误，而正确的表述应是将“十七年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置于“二十四年清理释、
道二教”之前。而且，为使表述正确而且完整，在“十七年限僧三年一度给牒”
与“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间，还应补注：“实行四年一度。永乐十六年
改令五年一度，实行六年一度。天顺二年改令十年一度”5。  
今人疏于研究和考证，基本采信《明史》关于“限僧三年一度给牒”的错误

记载。另外，有学者否定上引《明太祖实录》所载“清理释、道二教”内容，并
藉清人钱谦益所撰《跋清教录》，认为洪武二十四年太祖颁行的是《清教录》，而

1 按，《申明佛教榜册》载于《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以及（明）释幻轮：《释鉴稽
古略续集》卷二，洪武二十四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5—17页选录，拙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6页
全录，可参看。
2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3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4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七，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
5 参阅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 1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载《文
史》2004年第 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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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申明佛教榜册》。《清教录》“条列僧徒爰书交结胡惟庸谋反者凡六十四人”1，
即所载的是与洪武十四年已被杀的左丞相胡惟庸有所谓交结谋反的僧人来复等
六十四人的招辞罪状。该学者认为，《明太祖实录》经过几次重修，“将《申明佛
教榜册》内容移作《清教录》内容，这样清教活动的性质便由原来的‘清胡党’
变成了整顿佛教”，“从而掩盖了暴戾君主残酷迫害僧人的一段史实”，“《明实录》
的记载及史学界的传统意见值得商榷了”2。其实，只要详加比对，即可发现《申
明佛教榜册》，就是《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命礼部清理释、道
二教”中的针对佛教的敕令的“全文版”，二者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都是吻合
的。而且，《明太祖实录》按日记述明朝的朝政大事，《金陵梵刹志·钦录集》按
年月记述明朝的佛教法令，二者不可能同时作假。尤其是《金陵梵刹志》撰于万
历、天启年间，作者葛寅亮不可能为迎合二百余年前的《明太祖实录》，而凭空
编造出以太祖名义颁行的共计十余款条文的《申明佛教榜册》。另外，弘治官修
《明会典》、万历官修《大明会典》、天启官修《礼部志稿》的相同记载，无疑也
印证了《明太祖实录》的说法。因为它们的纂修，材料均来源于礼部的档案等。
正如《礼部志稿》纂修者林汝楫所说：“幸从词林巨公请累朝金柜石室之副，逖
捜博采，膏晷为继。又节蒙当事名公示以本曹掌故诸牍，稔得熟闻徃事”3。因
此，否定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道二教，以及所谓《明太祖实录》“将《申明佛
教榜册》内容移作《清教录》内容”的“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4。 
（2）“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有疏漏。归并僧寺、道

观虽然是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的重要内容，但它实是对此前多次类
似诏令的重申。 
早在元末占领南京后，鉴于城中“巨细僧寺庵观数多”，“构淫佚，败常乱

俗”，朱元璋即下令“将诸寺院庵观一概屏除之，僧不分禅、讲、瑜伽，尽入天
界寺”5。不久，归并僧寺的行动又推及到他当时控制的南京周围，“以应天、太
平、镇江、宁国、徽州、广徳六府所属州县，止留一寺一观，令僧道会集同居”
6。明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佛教的发展，各地创复寺观日多。至洪武五年七月，
太祖下令将南京天禧寺、能仁寺“常住田土”、“寺家物件”、僧人皆归并入蒋山
寺7。六年十二月，太祖又将归并行动推及于全国，“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
所，并其徒而处之”8。《大明会典》中，也载有上引洪武六年归并寺观的诏令9。
因此，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前，太祖已多次下令归并寺观。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太祖重申，“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

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10。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所度僧人较多，如果遵行此
令，大量僧人将无处安身，同时也必然要求拆毁大批寺院，情理上说不过去，实

1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六《跋〈清教录〉》，《四部丛刊初编》本；（清）黄虞稷：《千顷堂
书目》卷十《清教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白文固：《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 4期。
3 《礼部志稿》卷二《清异教圣训》。
4 按，《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五年壬申记载，该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钦依关领《清
教录》一百四十五本，发于各处僧纲司，依本刊板印造，俵散所属寺院僧人”；二十七年甲戌，收录“《清
教录》内禁约条例”，计二款，内容包括：造僧人《周知册》以凭核对；僧寺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等。不知
其是否为钱谦益“从南京礼部库中抄得”的《清教录》的节本。
5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6 （明）释宗泐：《全室外集》卷九《智海岩住太平万寿京刹疏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
8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9 《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清理寺观》。
10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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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也难以执行。因此，七月，太祖又下令，僧人“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
二十人以下者听令归并成寺。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
1，即归并二十人以下寺院。在二十七年颁行的《避趋条例》中，太祖再次重申，
“凡僧之处于市者，其数照归并条例，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
悉令归并”2。因此，《明史》的“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
表述，既失其源，又遗其流，有所疏漏。正确的表述，应是在“凡各府州县寺观，
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之后，补注“太祖归并寺观始于元末，二十四年七月
改为僧、道二十人以下寺观听令归并”。 
（3）“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置于“（洪武）二

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之后亦误。前述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清理释、道二教”，
并无此条款。洪武年间，没有限定全国僧、道总数。至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
成祖“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后愿
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3。《明会典》、《大
明会典》、《礼部志稿》的记载，均与上引《明太宗实录》相同4。因此，这一法
令颁布于永乐十六年十月，而非洪武二十四年。《明史》此误影响颇大，今人不
少为其所误5。 
明成祖限定全国僧、道总额的规定，为限制出家人数提供了量化指标，最为

简捷易行，对后世影响很大，其后，各朝虽屡有违例度僧之举，但永乐年间所定
额数始终是最高统治者度僧时的参照和顾忌，不敢违犯过多。大臣们反对滥度，
也必以永乐定额为言6。 
总之，这句话应改为“永乐十六年令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

县二十人”，并调置于“（洪武）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
黜之”之后。 
（4）“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之误处有二。 
其误一，它并非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的内容（详见前文）。 
其误二，它是明朝针对开度僧、道曾经作出的年龄限制的两个诏令的杂糅，

而非一个诏令的内容，且其并非明朝常制。 
“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之“民”指男子，因为对女子另有明确的年龄

限制。明朝对男子出家作出年龄限制，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其时，太祖“诏民
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
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7。次年三月，针对违反年龄限制者，太祖下令处
罚，“但有讨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座庵，
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8。至二十七年正月，他又下令“不许收民儿童为

1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2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3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
4 《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礼部志稿》卷三十
四《僧道·僧道禁例》。按，《礼部志稿》卷八十九《僧道备考·僧道禁令》称：“洪武十六年，定天下僧、
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则将“永乐十六年”误为“洪武十六年”，然其卷三十
四《僧道·僧道禁例》则作“永乐十六年”。
5 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知识出版社 1980年版）第一辑第 112页、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
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6页、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81页、朱鸿：
《明太祖与僧道》（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0年第 18期）、白文固：《洪武、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
顿》（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 4期）等论著，均采信《明史》此一误说。
6 参阅拙文：《明成祖与佛教》，载《佛学研究》2002年第 11期。
7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洪武二十年八月壬申。
8 《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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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1。永乐五年正
月，因直隶及浙江诸地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
成祖表示：“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
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2。然翻检《明太祖实录》，洪武年间
没有“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的规定，而只有洪武六年十二月规定女子“年
四十以上者听（出家），未及者不许”的诏令3。因此，成祖所谓“皇考之制，民
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之说，不过是其限制出家的借口。至永乐十六年十月，成
祖定制，儿童出家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4。大体上，允许男童十四岁至二十
岁出家是明朝的常制，只是个别时期偶有调整。如，景泰二年（1451），礼部奏
准“将各处请给（度牒）行童逐一研审，年三十以上曾有过犯者不给”5，将出
家年龄上限放宽到三十岁。成化二年（1466），明宪宗“令额外给度僧、道十五
岁以上者五万名”6，似将出家年龄下限提到十五岁。弘治年间，都察院左都御
史马文升提出“僧行道童年十五以上无度牒者，虽在古刹，亦令还俗”7，要求
禁止十五岁以上者出家。但这一建议并未得到落实8。嘉靖三十七年（1558），户
部奏准“僧、道十六岁以上私自簪剃者，各追银六两，关给度牒”9，又将出家
年龄提高到十六岁。 
再看“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明初，对妇女出家即严加限制。洪武

六年十二月，因“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太祖规定，“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
未及者不许”10。建文年间，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将妇女出家年龄下限
提高到五十岁11。可见，“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并非洪武二十四年六月
“清理释、道二教”的内容，而是建文年间的诏令。但这一规定，也非明朝常制。
至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起义被镇压后，成祖因恐脱逃的唐赛儿“削发为尼，或
混处女道士中”，先令尽逮出家妇女“悉送京师”，后又命“悉宥罪还俗”12，禁
止妇女出家。其后，禁止妇女出家遂成有明一代制度。宣德四年（1429）六月，
宣宗命遵永乐禁令，“仍严妇女出家之禁”13。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仍禁

1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戊申。按，《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
称，洪武二十七年，太祖令“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年二十以下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具奏，
方许”。《大明会典》的“不许收民间儿童为僧”与“年二十以下”许可出家自相矛盾，这一记载也与《明
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抵牾。实际上，两书记载都是根据洪武二十七年正月颁行的《清教录》内相关条例
改写的，其原文载《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今后僧寺不许收养民间儿童为僧”，
“若有出家者，务要本人年二十、三十者，令本人父母将户内丁口事产，及有何缘故情愿为僧，供报入官，
奏闻朝廷，允奏，方许披剃”。可见，“年二十、三十者”，在《明太祖实录》中被缩写为“年二十以上”是
正确的，而《大明会典》中缩写为“年二十以下”显然是错误的。
2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三，永乐五年正月辛未。 
3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4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五，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
5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景泰二年正月甲子。
6 《明宪宗实录》卷二十八，成化二年闰三月癸巳。
7 《明孝宗实录》卷十，弘治元年闰正月己巳。
8 《明孝宗实录》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丁亥，工科给事中夏昂以灾异言十二事，其中有“近从都御史马

文升奏”，“年十五以上无度牒行童、道童还俗”，“今既数月，未见施行”。夏昂“疏上”，孝宗“命所司详

议以闻”。其后，仍未见行动。
9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五十七，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癸酉。
10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11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百三十四《释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三、卷二百二十五、卷二百三十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五月丁丑、十九
年正月戊寅。
13 《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五，宣德四年六月丁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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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妇女不许为尼”1。嘉靖年间，世宗两次下令，将尼僧“发回改嫁”，“还俗婚
配”2。 
因此，《明史》中“民年非四十以上”不得出家，宜依明成祖诏令原文，改

为“儿童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许令出家”，接于上述“永乐十六年令凡僧道，
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之后；“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改为“（永乐）十九年，禁妇女出家”，紧接于“儿童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许令
出家”之后3。 

6、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按，这句话有误，诏令原文无“给牒”二字。 
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

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太祖“诏从其言，年六十
以上者免试”4。《明会典》的记载是：“（洪武）二十八年，（礼部）奏准：天下
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还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试”5。《大明会典》、《礼
部志稿》的记载基本相同6。可见，诏令中无“给牒”二字。而且，值得特别注
意的是，《大明会典》将这一诏令并未置于“僧道给度”条目下，而是置于其后
的“僧道禁例”条目下。也就是说，这一诏令不是要开度给牒，而是要沙汰僧、
道。《明史》所谓“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即据
上引礼部奏疏改写，“给牒”二字实为《明史》衍文。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自洪武十七年开始实行四年一给度牒，二十一年、二

十五年、二十九年为开度给牒之年，二十八年并不在其中。在极端专制高压的洪
武年间，尤其是在洪武后期着力整顿和限制佛教和道教（主要是佛教）的背景下
7，礼部似不可能冒着“违制”之险，在洪武二十八年要求增加开度僧、道给牒。
而最可能的是，礼部奏准沙汰僧、道。 
总之，《明史》中的“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应改为“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年六十以上者免试”。 
7、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

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伯爵者，皆一时宠
幸，非制也。 
按，这句话疏误有二。其一，“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中“高

士”为衍文。其二，整句话有疏漏。 
先看其一。从行文来说，由“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可以推

知，“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封号”有衍文“高士”。我们知道，《明史》
定稿于雍正十三年底，乾隆四年刊刻进呈。而“乾隆十二年奉敕撰”《钦定续文
献通考》则无上述衍文“高士”：“其后，释氏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
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赐银印蟒玉，加太常卿、礼部尚书及宫保衔，至有封

1 《明宪宗实录》卷七十四，成化五年十二月甲戌。
2 《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三、卷二百七十六，嘉靖六年十二月壬子、二十二年七月甲辰朔。
3 按，本句补正，笔者已发表专门论文。参阅拙文：《〈明史·僧、道录司〉辨误四则》，载《清华大学学报》
2006年第 6期。
4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二，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己未。
5 《明会典》卷九十五《僧道·事例》。
6 《大明会典》卷一百零四《僧道·僧道禁例》、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礼部志稿》卷八十九《僧道备
考·黜僧道不通经典》。
7 按，明太祖在位期间，对佛教实行既整顿和限制、又保护和提倡的政策。其中，洪武前期侧重于保护和
提倡，后期则着力整顿和限制。参阅拙文：《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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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者，皆一时宠幸，非制也”1。对比《钦定续文献通考·职官考·明僧、道
录司》与《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的所有文字，可以发现二者基本相同，
《钦定续文献通考·职官考·明僧、道录司》可能抄于《明史·职官志三·僧、
道录司》。但在抄袭过程中，《钦定续文献通考》的纂修者显然发现了《明史》中
的“高士”衍文，已经予以去除。因此，《明史》“道士有大真人、高士，高士等
封号”，应改为“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 
再看其二。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自永乐年间，诸帝大量封授在京藏僧

人以“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号，厚加供养。成祖时，先后封藏传佛
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为大宝法王2、萨迦派故元帝师
后裔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3、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4。宣
宗封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5。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
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6，计达一千一百余人。景帝先
后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7、沙加为大善法王8，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
国师、国师、禅师。宪宗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京城大慈恩
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9。武宗在明代
皇帝中最为崇奉藏传佛教。除去自封大庆法王以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其
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京中藏僧“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
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10。明代皇帝任使京中藏僧
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正统年间，“命
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藏僧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11。宪宗时，藏
僧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12。他们“以
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
计”13。所谓“秘密教”，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
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14。孝宗时，宫中“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
民”15。武宗“颇习番教”16，“佛经、梵语无不通晓”17。他在禁中创寺，“延
住番僧，日与亲处”18，“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19。明朝诸帝还为藏僧建寺造
塔，违制给赐印章、佃户等，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不一而足20。 

1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六十一《职官考·明僧、道录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
3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
4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
5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
6 《明英宗实录》卷十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
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
8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
9 《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
10 《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11 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
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第 99页。
12 《明宪宗实录》卷五十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13 《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传》三。
1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中华书局 1959年版。
15 《明孝宗实录》卷四十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
16 《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17 《明武宗实录》卷六十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18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
19 《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
20 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具体情况，参阅拙文：《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载《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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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也迷恋道教方术，崇信道士。太祖封龙虎山天师张正常为“正一嗣
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1，赐银印，秩视二品。他为了延年益寿，曾
服食金丹，并宠信术士，得“通晓历数、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候 ，
食禄千五百石”2。成祖曾服灵济官道士仙方，且用道教神化自己，自称起兵“靖
难”时有真武大帝阴助，并在夺取政权后在武当山大兴土木，钦赐田地。其后，
仁宗，宪宗、孝宗均迷信方术，并终因服食丹药而死。宣宗时，崇信道士刘渊然，
“进号大真人”3。宪宗大量任用道士，时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
玒等皆以方术用，尊显于朝，“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幸由兹更进
矣”4。明代诸帝之崇好道教，以世宗为最严重。他“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
“皆羽衣黄冠”，“涌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5。世宗尤信方术，道士、术士
遂夤缘而进，尊显一时，其著名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邵元节本是龙虎山上清官
道士，应征入京，因施方术多“有验”，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并在城西有
敕建的“真人府”，在家乡有敕建的“仙源宫”，深得宠信。邵元节死后，世宗
为“出涕”，赠少师，赐祭十坛，遣中官锦衣卫护丧还 ，葬用伯爵礼，谥“文
康荣靖”6。陶仲文由邵元节推荐给世宗，以方术屡验而得恩宠，特授少保、礼
部尚书，不久又加少傅 、少师。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陶)仲文而
已”7。  
总之，这句话有疏漏，尤其是它漏载明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道教的其他诸

多表现。不过，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而《明史》追求事详文简，而且它已经大
体点出了明帝封授藏僧、道士的情况，因此疏漏尚称不上严重。总之，除删去“高
士”衍文外，这句话可以不加补充。 
 
综上所述，《明史·职官志三·僧、道录司》中的疏漏、舛误确实繁多而严

重。其原因，我们分析，一是《明史》成于众手，追求事详文简，故删改太多，
二是编纂、修订者仍未认真研读《明实录》、《大明会典》、《金陵梵刹志》等原始
史料，以致出现引用错误史料、恣意编排史料、随意增减文字等舛误，以及遗漏
重要法令制度、缺失制度源流等疏漏，抵牾之处随处可见。通过对《明史·职官
志三·僧、道录司》的补正，我们认为，《明史》所谓“上品”、“最为精善”等
令誉实应大打折扣。 

2005年第 4期；拙文：《论明宪宗崇奉藏传佛教》，载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成大历史学报》第三十号，2006
年。
1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甲戌。
2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张正常传》。
4 （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五《灾异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明史》卷三百零七《邵元节传》。
7 《明史》卷三百零七《陶仲文传》。


